
面对记者，刚从三星堆遗址返回上海的徐斐宏略显疲惫，采访过程中不时揉揉眼睛，还打了
好几个哈欠。“不好意思啊，没休息好。”他连声抱歉。作为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副教授、三星堆三号坑发掘现场负责人，徐斐宏此次重返是由于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而当下的

重点任务，是为三星堆—金沙遗址联合申遗的文本提供学术支撑。他透露，此次申遗工作是近年四川文博界的头等
大事，关键的申遗文本编撰已进入冲刺阶段。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不简单的玉琮：古蜀文明与更广阔区域存在广泛联系

徐斐宏表示，三星堆遗址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早在2001
年就正式启动了。2021年，三星
堆遗址申遗被列为国家“十四五”
申遗重点培育项目。2025年，三
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决定联合申
遗，共同推进古蜀文明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目前申遗报告即将完
成，这将是迄今对三星堆—金沙
遗址最全面深入的系统性梳理，
为申遗工作提供关键学术支撑。

通过这样的梳理，将使人们
对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性质、特
征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位置，有
更清晰的了解。之前的很多“脑
洞”，从“独立起源说”“来自异域
说”到“外星文明遗迹说”，都已
经被证否。

玉琮就是有力证据。徐斐

宏告诉记者，从三星堆三号坑出
土了一件神树纹玉琮，经考古学
家的科学检测、形制比对与年代
考证，确认为最早产自甘肃的齐
家文化。在和三星堆有密切关
系的金沙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件
来自良渚的玉琮。在齐家文化
和良渚文明中，玉琮多用于祭祀
或身份标识，用以区别阶层、标
识身份、反映等级等。那么，这
两件玉琮现身三星堆—金沙遗
址，也是同样的作用吗？

“有可能，但要考虑到时间
和空间。”徐斐宏分析。齐家文
化距今约4200~3600年，处于新
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三号坑的
埋藏年代距今约3000年，处于商
代晚期，两者有年代差。此外，
两个遗址间直线距离约 800 公

里。至于金沙遗址和良渚文明
遗址在时空上的距离就更遥远
了。漫长的时光与巨大的空间
跨越，让玉器原本承载的意涵可
能会发生改变。

徐斐宏半开玩笑地说，当年
古蜀人看待这两件玉琮的态度，
或许如同当代人对待“古董”，看
重的是其作为舶来品的稀罕。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尽管
作用尚待研究，但玉琮的出现为
探寻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起源、
梳理古蜀文明与其他区域文明
的交流脉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线索。可以确认，古蜀文明并非
孤立存在于成都平原，而是和中
国大地上更广阔区域的史前文
明，存在广泛且深远的文化交流
与物质往来。

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
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
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
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
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
得越来越清晰。但考古工作远
未到画句点的时候。徐斐宏表
示，申遗报告只是阶段性总结，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科技手段的
应用，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将
不断加强。

如今的考古研究早已告别
单一的田野发掘模式，科技成
为重要利器。碳十四测年技术
已非常成熟，三星堆三号坑的
埋藏年代便是通过坑内植物炭
屑检测结合树轮校正，锁定年
代范围；同位素检测技术应用
于象牙、玉器等器物的原料溯
源，厘清古蜀文明的物质交流

路径；无人机航测还原遗址地
形与遗迹布局，提供宏观研究
视角……

更重要的是，考古事业也
正迎来年轻力量的接力与焕
新。自从2020年钟芳蓉高分报
考北大考古学，加上国家高度
重视，选择考古学的人显著增
加。最直观的感受是，考古工
作现场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

以2021年重启的三星堆遗
址祭祀区发掘及文物保护两个
工作为例，约200名工作人员，
90后有150多人。作为三号坑
发掘的现场负责人，徐斐宏本
身就是90后，他的小伙伴大多
也都是90后。年轻考古人传承
了田野发掘的严谨传统，又熟
练掌握新技术，为考古学注入
了蓬勃生机。

考古无止境，笼罩在三星
堆上的神秘面纱，远远没有全部
揭开。

事实上，自1986年首次大规
模发掘一、二号坑以来，对这座
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遗址，从学
者到公众有种种推测。然而考
古学是一门实证学科，没有可靠
的出土材料，一种解释再有说服
力，也只是“推论”“假说”。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7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
一、二号坑所在区域进行了考古
勘探与发掘，新确认6座坑，即三
至八号坑。位于一、二号坑之间
的三号坑最早被发现。2021年
1月至11月，上海大学与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对三号坑
进行发掘。徐斐宏担任此次发
掘的现场负责人。

历时10个月的发掘，考古团
队在三号坑内清理出土各类遗物

2686 件，其中青铜器最多，有
1171件，占比43.5%。比数量更
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发现了“跨坑
拼合”现象。“三号坑部分青铜并非
独立物件，它们能跟二、七、八号坑
的青铜残件拼合，还原出完整的器
物形态。”徐斐宏告诉记者。

比如“青铜神坛”，三号坑出
土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在八号
坑，另有一些构件散见于二、七
号坑，可谓“一个物件串起四个
坑”。同样的例子还有铜罍座倒
立鸟足顶尊人像。1986年二号
坑仅出土了神像腰部以下的部
分，时隔35年，考古人员在八号
坑找到其主体部分，而铜人头顶
所托大口尊的喇叭形器盖出土
于三号坑。

“跨坑拼合”现象的揭示，能
修正部分以往对于祭祀坑性质
的解释。此前有学者提出，三星
堆各坑是古蜀先民历经数代、周

期性举行祭祀活动后形成的，即
隔年填埋、逐次形成。但现在看
来，各坑的埋藏时间高度接近，
应该是短时间内集中挖掘、同步
填埋的结果。

“而且古蜀人是把他们最复
杂、最重要的器物刻意拆开、破
坏之后埋藏的。这跟常规意义
上的祭祀活动明显不同。”徐斐
宏说。因此，三星堆恐怕不是原
先认为的祭祀坑，而是埋藏坑。

“古蜀人不是在祭祀，更像把宗
教场合使用的器物，全部一次性
抛弃了。”这相当于表示：“原来
的神咱不信了。”

古蜀人为什么放弃信仰？
背后是否与族群迁徙、社会变
革、重大灾害等因素相关，又折
射出古蜀社会怎样的重大变
迁？徐斐宏表示，这恐怕需要更
多的考古发掘材料与深入的综
合研究，才有望解密。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三号
坑还出土了102根象牙，这为古
蜀文明和区域外文明的交往提
供了进一步佐证。如此庞大数
量的象牙无论是通过本土狩猎，
还是经由远距离贸易交换得来，
都意味着古蜀社会具备强大的
资源获取能力，发展出了成熟的
社会结构与对外交流网络。基
于此，负责发掘五、六、七号坑的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
海超认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史
前时期西南地区贸易网络的重
要节点。

徐斐宏表示，综合三星堆遗
址的历次发掘成果与多学科研
究，考古学界可以确认，三星堆

文化根植于中原文明，是中原早
期文明向西南地区延伸、与本地
文化融合后形成的区域文明，其
早期的陶器、青铜容器等器物形
制，均能从二里头文化等中原早
期文明遗址中找到痕迹。

然而一个疑问随之浮现：既
然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明具有高
度的亲缘性，为什么从三星堆
—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表现形
态和中原文明如此不同呢？2.62
米的青铜大立人像双手环握，仿
佛持有通天神物；青铜神树上栖
息着九只神鸟，枝蔓蜿蜒，诉说着
古蜀人的宇宙想象；纵目面具那
突出的双目更让人浮想联翩：是

“蚕丛纵目”的写照，还是某种超

自然力量的具象化？
“你可以把三星堆理解成一

个‘十字路口’。”徐斐宏说。尽
管与中原文明同源，但古蜀先民
融入了自身特色，即一
些学者认为的神权
色彩。古蜀先民创
造了青铜大立人、
神树、纵目面具等
一系列充满宗教色
彩的符号，将神权
表达推向极致。这
表明文明并非单线
演进，因地域环境、
社会结构、文化选
择等方面的差异，
可能会出现分岔。

102根象牙背后：“十字路口”与“多元一体”

新的疑问：古蜀人为什么放弃信仰
探索无止境：科技利器与新鲜血液

▲徐斐宏在发掘现场。

神树纹玉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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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田野，为三星堆申遗补写注脚
90后考古人徐斐宏：解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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